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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人前来蔽中国大门时，他们最大声疾呼的要求之一，就是废除“朝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外国人必须以贡使姿态到北京朝觐，通过繁琐的觐见礼仪，才能获准和中国通商贸易。欧洲人敌视这种制度，有部分源于朝贡外交象征着他们与中国不是平起平坐...
　　19世纪欧洲人前来蔽中国大门时，他们最大声疾呼的要求之一，就是废除“朝贡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外国人必须以贡使姿态到北京朝觐，通过繁琐的觐见礼仪，才能获准和中国通商贸易。欧洲人敌视这种制度，有部分源于朝贡外交象征着他们与中国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当过美国国务卿、总统的亚当斯甚至表示，要求外国使节跪拜才是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但他们也认为，朝贡制度替讲究实际的贸易事务强行套上礼仪的束缚，殊为可笑。19世纪的西欧人，深信人天生就把追求经济收益视为第一要务，他们认为，中国压抑人的正常敏求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若能“打开”中国眼界，使其接受自由放任观念。必能造福中国，甚至为此动用武力亦未尝不可。
　　但在朝贡制度下，浮奇虚华和务实精神果真格格不人?更仔细检视可知，两者其实相辅相成，但前提是要承认，经济活动始终是文化、社会实践里牢不可分的一环。
　　在清廷眼中，“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并不如今人所认知的那么泾渭分明。清廷眼中的世界，不是由主权各自独立、各有自己法律、习俗、相对较稳固疆界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相反的，他们认为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真正文明开化的国家，即中国这个天朝上国，中国屹立于世，依赖的是适用于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法则和代表天庭统治全人类的一个统治者(中国皇帝，即“天子”)。
　　由皇帝本人和他所任免的文武百官直接治理的子民，构成人类世界的最内圈，他们按义务缴税，但也可能自愿(理论上这么说)“上贡”。在局部同化的土酋长或国王治下的人，则构成第二圈(即使他们住在中国本土境内的丘陵地里，周遭山谷里有中国人聚落和军营，亦然)，这些人至少保有一部分自己的习俗、法律。他们常常派贡使进京上贡，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与中国进行民间贸易，且贸易品儿乎涵括所有商品。
　　更外面又有一圈，由同化程度更低的统治者统治，他们进贡的频率较低，收到中国所赏易的回礼较少，民间贸易所受的限制较多。最外一圈是“夷人”，他们对于中国中心观连口头上的支持都不表示，遭完全排除于朝贡礼仪之外，若不是获准在一两处边关从事非常有限的贸易(18世纪的英国是广东，俄国是恰克图)，就是通过让自己的商品混人别人贡品中，从事间接贸易(例如葡萄牙商品可能由通罗国王买去，纳人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中)。
　　借由与贡使互换礼物，中国皇帝正式确认他们的统治者身份，但也清楚表明彼此的尊单主从关系。来朝贡使律得向他行跪礼，即使贡使由国王本人担任亦然，但中国皇帝不必向贡使行此礼。此外，双方交换的物品本身，带有浓浓象征意味。外国所进献的物品，应当是中国所设有的珍奇物品，且其价值来自拥有它们彰显了皇帝的身份，而不在于其本身有何实用价值，例如明朝皇帝将珍禽异兽纳进御兽园，借此强化他们天下主宰的身份。
　　皇帝所回赐的物品往往带有高雅、文明的象征意味，例如书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乐器、丝织品、瓷器、纸钞(中国独无二的发明，自12世纪问世以来已通行数百年)之类。许多赏赐对进贡国的统治者非常有用，可供他们再赏赐给自己的臣民，厚植政治势力，且借由提醒国内其他贵族，他们有特殊渠道可直达天朝(世上许多地方所盛行之高雅品味的界定者)，更形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此，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但在这同时，这制度也为蓬勃的贸易立下基本准则。清朝认为，退罗国将稻米运到广东(而非运来糖乃至鸦片之类无用、奢侈的商品)，乃是“很文明的行为”，为示嘉许，清朝更形扩大贡品贸易(退罗人为此受益更甚于稻米运输业者)。清朝借此奖励暹罗的忠心，但也促使压低了华南粮价。
　　仔细检视进贡使节团本身，我们发现道德秩序和经济利润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不只随进贡团进京的贸易商，带来可在北京期间私下销售的商品，就连皇帝赏赐的礼品也往往迅速变卖出去(事实上，中国贸易商和某些外国人一样，抱怨朝廷赐给外国人的东西不够多，他们深知外国人就借着将部分赏赐迅速变卖求现，以取得购买其他中国商品的资金)。借由以贡品交换赏赐，许多中国商品的价值得到确立，使它们成为在国外奇货可居的奢侈品，因为它们是皇帝所御赐的东西。
　　这现象不只适用于象牙筷子之类物品(即使在用手吃饭的国家里亦然)，也适用于货币本身。中国政府印制过量纸钞时(常有的事)，受赐纸钞的贡使，若拿纸钞换取中国境内的商品，获利甚微。但拿回国内，纸钞仍可以引来欣羡，因面备受重视(但其价值与其上所印的面额无关)因此，将中国纸钞带回国的人，是在追求无实用价值的身份象征，或者如任何精明的贸易商一样，只是不想在纸钞已过剩的地方用掉纸钞?
　　带回丝织品的人又与这有何不同?没错，中国的印花丝织品可以穿戴在身上，纸钞不行，但它们也和纸钞一样，具有众所公认的高价值，且是几乎和今日美钞-样难以伪造的价值;它们还是身份地位象征，即使从不穿在身上亦然。因此，丝织品既是上层人士的织物，也是货币的一种;在许多地方，可以拿丝织品来抵缴部分税，甚至规定必须如此(约略1600年之前，在中国本土却是如此，明朝皇帝常以大量的丝织品赠予蒙古人、其他潜在侵略者，换取彼此的和平相处)。
　　因此，朝贡制度虽然明显未将经济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却同时协助确立了一个广大的共同市场，赋予该市场共通货币，界定了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于打造出值得为其生产供应商品的市场)，创造了时尚、行为两者的标准(该市场里的上层阶级，借这些标准确认对方是可以交易的对象，而不致有损身份地位或冒太大的违约风险)。如今，这些功用或许分由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市场参与者(从国际货币基金到圣罗兰公司)来行使，但我们并未摒弃其中任何一项功用。在贡品贸易集中于北京的时代，这种贸易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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